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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了解关系型全球价值链（GVC）的就业效应，对于政府实现“稳就业”政策

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本文基于企业间溢出—反馈效应模型，通过区分境内

GVC 和跨境 GVC 关系，对中国关系型 GVC 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通过结构分

解分析方法，探究了关系型 GVC 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8 年以

后，中国境内 GVC 就业效应超过跨境 GVC 就业效应，境内 GVC 就业效应逐渐成为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主体。如果仅考虑跨境 GVC 关系的就业创造，忽略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

内 GVC 就业效应，将会造成就业和产业政策的误判。分解结果表明，境内 GVC 关系效应

和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是中国实现“稳就业”的关键。跨期对比发现，境内 GVC 关系效

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加大。这当中，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发挥了重

要作用。行业分解表明，境内 GVC 关系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

业，且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两个行业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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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就业承载着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通过勤劳致富实现自身发展和美好生活向往的

基本途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凭借劳动力禀赋和低成本优势，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分工和贸易体系，实现了就业的大幅增长（张志明等，2016［1］；李磊等，2017［2］；赵

玉焕等，2019［3］）。然而，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竞争等诸多压力下，贸易、投资

方式加速调整，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关系被重构，对中国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关系特征（Antràs 和 Chor，2022）［4］，对中国当前实现“稳就业”政策目

标和加快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不同于传统贸易方式中匿名的一次性交易，GVC 是一种关联性交易，这种交易往往发生在

企业内部或者跨企业边界（Antràs，2020）［5］，它强调了企业的作用。由于存在“沉没成本”或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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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鸿沟的障碍，企业寻找可替代的市场和构建新的关系网络所引致的成本远远高于维持现有关

系的成本（Allen，2014）［6］。在此情形下，依据技术、成本等优势参与 GVC 生产环节的企业与供应

链上下游的企业之间产生了频繁的互动，以维持一种稳定的契约关系。这种企业间的互动体现

了至少两个国家的增加值，它可能发生在不同国家企业间，也可能发生在一国内部跨国企业子

公司（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祝坤福等，2022）［7］。随着企业在全球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效

率，提供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企业均可参与到 GVC 生产网络中，这些企业随着时间的

推移进行反复互动，使 GVC 关系变得具有“黏性”（Antràs 和 Chor，2022）［4］。正如 Antràs（2020）［5］

指出的那样，GVC 活动本质上是关系型的，其涉及的原材料和同质中间投入的交易更可能表现

出持久性或黏性，需要企业间的多次重复互动，而不仅仅是一次互动，因此被称为关系型 GVC
活动。

有关 GVC 就业核算的研究建立在对贸易总值的分解（Koopman 等，2014［8］；王直等，2015［9］）

和对 GDP 生产活动分解（Xiao 等，2020［10］；Wang 等，2022［11］）的基础上。虽然该研究增进了对

GVC 时代贸易对就业影响的理解，但却没有关注到关系型 GVC 活动的就业创造效应，一个重要

的原因在于关系型 GVC 核算进展缓慢（祝坤福等，2022）［7］。关系型 GVC 的核算需要企业间的

联系数据（Antràs，2020）［5］，尤其是一国内部由境外资本有序流入的跨国企业子公司（外资企

业）与本土企业间的互动联系，而这在现有海关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是极难获得的。但

是，依据跨国企业活动（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AMNE）数据库提供的区分内外资企

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Inter-Country Input-Output，ICIO）（Cadestin 等，2018）［12］，进行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核算成为可能。AMNE-ICIO 表能够描述全球企业间的生产互动关系，在此基

础上，基于企业间的溢出—反馈效应模型（Miller 和 Blair，2009）［13］，可以刻画全球价值链的关系

性质。

与区域间经济联系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相似，一国参与 GVC 的企业间互动关系对一

国经济体系的总体表现也至关重要。由于准确刻画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溢出—反馈效应模型成

为研究区域间经济关联的有效工具。研究人员经常使用溢出—反馈效应模型研究区域间经济的

相互关联性（张友国，2017［14］；刘瑞翔等，2017［15］），部分文献关注了国家间溢出反馈对就业的影响

（谢锐等，2020［16］；Wang 等，2024［17］）。区域间的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投入，因此区域间的经济互

动会导致就业的溢出和反馈。实际上，投入产出框架下，溢出—反馈效应模型本质上是通过中间

产品提供、使用发生的生产联系，而生产分散化和投资全球化背景下，中间产品在一国内部和国内

外不同企业间进行循环互动已成为常态（侯俊军等，2023）［18］，这启发了本文将异质性企业间互动

关系纳入溢出—反馈效应模型来刻画 GVC 的关系性质，从而使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核算成为

可能。

鉴于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基于企业间溢出—反馈效应模型，构建了一个关系型 GVC 就

业效应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关系型 GVC 的就业效应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通过结构分解分析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方法，探究了关系型 GVC 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因

素。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和价值主要有三点：第一，进行了识别和衡量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尝试。全球价值链是企业层面的一个微观现象，尽管宏观和行业层面的数据可以

描述中国或行业参与 GVC 的就业效应，但却没有关注到具体参与 GVC 企业的就业创造，尤其是以

企业间互动关系为核心的关系型 GVC 就业，因而未能给出当前 GVC 背景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完整图

景。本文立足于关系型 GVC 的内涵，借助于企业间溢出—反馈效应模型，将异质性企业间互动关

系纳入就业核算模型，丰富了对 GVC 背景下中国就业问题的认识。第二，区分了境内 GVC 就业和

跨境 GVC 就业。尽管全球价值链就业核算的文献增进了对 GVC 就业效应的理解，但却没有考虑到

62



2025 年   第  4 期

发生在一国境内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 GVC 关系的就业创造（简称境内 GVC 就业）。现有文献更

多聚焦于跨境 GVC 关系的就业创造（简称跨境 GVC 就业），而对境内 GVC 就业缺乏探讨①。本文重

点考虑了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 GVC 就业，是传统仅考虑跨境 GVC 就业核算框架所未涉及的。第

三，为理解“稳就业”政策目标实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相比已有中国就业变动结构分解分析的

文献（卫瑞和张文城，2015［19］；葛阳琴和谢建国，2019［20］；谢锐等，2023［21］），本文将重点放在不同类

型的 GVC 关系效应上（如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内外资企业间溢出和反馈效应），这对现有研究是

重要补充和拓展。并且，参考侯俊军等（2023）［18］的逻辑，通过跨期对比，本文分析了何种因素变动

更有助于政府实现“稳就业”的政策目标。

二、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1.关系型 GVC就业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理论解释可追溯到全球价值链治理（Gereffi等，2005）［22］、参与价值链

企业的组织选择（Antràs和 Chor，2013）［23］以及有关任务贸易和碎片化生产的国际贸易（Grossman 和

Helpman，2005［24］；Timmer 等，2019［25］）等相关文献。Gereffi 等（2005）［22］最早提出了“关系型价值

链”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五种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一种②。当生产过程需要高水平的投入定制或特定

关系投资时，以及当现有供应商具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来满足买方的生产需求时，这种价值链安排

更有可能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买方与其供应商之间的联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起来”，这种

反复的互动往往伴随着隐性知识的交流，这在 GVC 联系中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使得转向新伙伴

的成本很高（Antràs 和 Chor，2022）［4］。在合同本身不完备的情况下，或者并非所有事项都可以通过

合同规定，GVC 中买方与供应商的联系往往通过建立一种契约关系（例如信任和声誉）来维持

（Baker 等，2002）［26］。此时，企业间的多次重复互动对于建立声誉十分重要（Epede 和 Wang，
2022）［27］，这是在 GVC 企业间建立持久性或黏性关系的关键。可以发现，关系型 GVC 以企业间的

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为核心（Lakhani等，2013）［28］。

这种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可能发生在不同国家企业间，也可能发生在一国内部跨国企业子公

司（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鉴于此，根据其范围的不同，GVC 关系又分为境内 GVC 关系和跨

境 GVC 关系。由于外资企业是生产要素跨境的结果（Wang 等，2021［29］；祝坤福等，2022［7］），因此，

区别于传统基于中间品跨境互动交易形成的跨境 GVC 关系（即国内外企业间互动关系），发生在

东道国境内与外资相关的国内企业间互动关系则被称为境内 GVC 关系。关系型 GVC 可以通过

学习效应和关联效应对一国就业产生影响。从学习效应看，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的“黏性”使得企

业容易与全球高生产率企业进行反复互动（Antràs，2020）［5］，并从中获益，促使企业生产率提高。

继而，生产率提高引致的企业产出增加，导致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增加（World Bank，2020）［30］。作

为关系型 GVC 活动的重要载体，外资企业进入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提高企业生产率，对内

资企业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刘灿雷等，2018［31］；毛其淋和方森辉，2020［32］）。已有文献证实了外

资进入在稳定本土企业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张婷等，2021［33］；陈勇兵等，2024［34］）。从关联效应

看，企业间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企业间上下游产业关联的价值链关系基础上，包括与上游企业建

立的后向关联、与下游企业建立的前向关联（包群等，2015）［35］。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融合，为

跨国企业提供了在中国延伸价值链和利用中国劳动力的绝佳机会。例如，早期中国东南沿海地

①　关系型 GVC 活动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主要行为者（即跨国企业）置于中心地位。根据 GVC 活动的内涵，发生在东道国

境内与外资企业相关的生产活动属于“被忽视”的 GVC 活动（祝坤福等，2022）［7］。境内 GVC 就业与依托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外资企业关联密切，而跨境 GVC 就业与企业间中间产品的跨境贸易关联密切。

②　即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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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量出现的为外资企业进行外向配套的内资企业（金京等，2013）［36］。一方面，内资企业通过前

后向关联的形式嵌入到外资企业的价值链中（侯俊军等，2023）［18］，并日益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

环节；另一方面，外资企业间的竞争压力以及国内市场导向使得外资企业日益依赖内资企业的中

间产品投入（许和连等，2007［37］；葛顺奇等，2021［38］），这种生产活动就业吸纳量大，提供了诸多就

业岗位。

这让学者清楚地意识到，在探讨中国就业问题时不能忽视关系型 GVC 的影响。如何从数量上

识别和测度关系型 GVC 的就业效应及其对中国就业增长的重要性，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借

助纳入企业维度的就业拓展型投入产出分析技术，本文实现了这一目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是由本文的研究议题所决定的。因为企业间互动关系本身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内生特

征，计量方法尚未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可以将企业间的互动过

程与就业创造联系起来，从而度量其对就业的影响。为此，通过就业拓展型投入产出分析技术，本

文构建了关系型 GVC 就业核算模型。进一步，考虑到中国实现“稳就业”的政策目标，需要探讨中

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尤其是探讨与外资相关的境内 GVC 关系在中国就业增长中发挥的

作用。因此，在关系型 GVC 就业核算框架基础上，本文利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度量关系型 GVC 视

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沿着上述分析脉络，本文建立了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分析框

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关系型 GVC就业效应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关系型 GVC就业核算模型

测度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前提是对全球价值链关系的刻画，本文借助纳入企业维度的

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来实现这一目的。表 1 列示了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假

设全球由 G 个国家组成，每个国家有 N 个行业。上标代表一个国家，下标是企业类型。每个行

业有两种企业类型，分为内资企业（D）和外资企业（F）。外资企业是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子公

司。Z 代表企业间的中间产品投入矩阵。以 Z sr
FD 为例，其经济含义为 r 国内资企业使用 s 国外资

企业的中间品。Y sr
D 和 Y sr

F 分别表示 s 国内、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作为最终产品被 r 国直接消费；

Vas
D 和 Vas

F 分别表示 s 国内、外资企业增加值向量；X s
D 和 X s

F 分别表示 s 国内、外资企业总产出

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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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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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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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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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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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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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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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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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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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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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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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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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1g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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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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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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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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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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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需求

1
Y 11

D

Y 11
F

Y 21
D

Y 21
F

⋮
Y g1

D

Y g1
F

2
Y 12

D

Y 12
F

Y 22
D

Y 22
F

⋮
Y g2

D

Y g2
F

⋯
⋯
⋯
⋯
⋯
⋮
⋯
⋯

G
Y 1g

D

Y 1g
F

Y 2g
D

Y 2g
F

⋮
Y gg

D

Y gg
F

总产出

X 1
D

X 1
F

X 2
D

X 2
F

⋮
X g

D

X g
F

根据投入产出表的行平衡关系，可以得到：X = ( )I - A -1Y = BY。其中，A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

阵；B 为全球里昂·惕夫逆矩阵，反映全球不同国家产业间的经济关联关系。纳入企业维度的里昂·

惕夫逆矩阵体现了以中间品交易为媒介的企业间生产互动关系，是刻画关系型 GVC 的关键。就业

分解主要依据是就业系数结合价值链分解进行的。一般地，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看成是劳动

力参与的结果。在企业间溢出—反馈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参考侯俊军等（2024）［39］，本文引入就业

系数列向量（eS
i = ES

i /X S
i），即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向量。结合 X = BY，得到就业与价值链的关系，即

ES = êS X = êS BY。并根据不同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将全球里昂·惕夫逆矩阵分解，得到不同企业间

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①：

ES =        êS ⋅ B 1 ⋅ Y ⋅ μ
T1：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 ⋅ B 2 ⋅ Y ⋅ μ
T2：外资企业间就业乘数

+        êS ⋅ B 3 ⋅ Y ⋅ μ
T3：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

+        êS ⋅ B 4 ⋅ Y ⋅ μ
T4：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

境内GVC就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 ⋅ B 5 ⋅ Y ⋅ μ
T5：国内外企业间就业溢出

+        êS ⋅ B 6 ⋅ Y ⋅ μ
T6：国内外企业间就业反馈

跨境GVC就业

（1）

其 中 ， B 1 = K SS
dd = ( )I - ASS

dd

-1
； B 2 = K SS

ff = ( )I - ASS
ff

-1
； B 3 = LSS

df + LSS
fd ； B 4 = DSS

dd + DSS
ff ； B 5 =

∑t
( BST

dd + BST
df + BST

fd + BST
ff )，T ≠ S；B 6 = F ST

dd + F ST
df + F ST

fd + F ST
ff 。

BSS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BSS

dd BSS
df

BSS
fd BSS

ff

；LSS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LSS

dd LSS
df

LSS
fd LSS

ff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E 0

0 E
- ( )ASS

dd ASS
df

ASS
fd ASS

ff

-1

DSS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DSS

dd 0
0 DSS

ff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LSS

dd - K SS
dd 0

0 LSS
ff - K SS

ff

；F SS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BSS

dd BSS
df

BSS
fd BSS

ff

-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LSS

dd LSS
df

LSS
fd LSS

ff

。

式（1）把一个经济体的总就业分成六项。其中，T1项为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代表内资企业间互

动关系的就业创造，如中国境内的内资企业 A 与内资企业 B 在生产互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就业岗位。

T2 项为外资企业间就业乘数，代表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T3 项为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

出，代表内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如中国境内的本土内资车企使用外资车企的汽车零部

件或者外资车企使用内资车企的汽车零部件，用于生产汽车供本国消费者消费所创造的就业岗位。

①　限于篇幅，详细推导过程备索。本模型的核心是将全球里昂·惕夫逆矩阵区分为不同范围的企业间溢出—反馈效应，以

此刻画不同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全球里昂·惕夫逆矩阵可以分为国内企业间乘数效应、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以及国内外

企业间反馈效应。进一步，区分内外资企业异质性，国内企业间乘数效应（即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又可以分为内资企业间乘数

效应、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以及反馈效应。以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为例，其代表本国内（外）资企业最

终产品变动通过内外资企业间的互动关联关系所引致不同企业总产出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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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项为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同样代表内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但与溢出效应不同的

是，反馈效应刻画的是复杂的生产互动关系，其经济含义代表内（外）资企业的最终产品生产由于内

外资企业间的互动关联引致不同企业总产出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自身总产出变化所带动的就业。

T5项为国内外企业间就业溢出，刻画的是国内外企业间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如美国企业使用中国

企业生产的硬盘，用于生产电脑供本国消费者消费所引致的就业，这里的中国企业既可能是中国境

内的内资企业，也可能是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T6项为国内外企业间就业反馈，刻画的是国内外企

业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就业创造，其经济含义代表本国企业最终产品生产通过国内外企业间的互动关

联引致不同国家企业总产出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本国企业总产出变化所带动的就业。

关系型 GVC的核心是企业间的相互依存和动态关系（Lakhani等，2013）［28］，其关键在于企业间基

于中间品交易关系的持久性或黏性。这种黏性关系取决于信任和声誉（Epede和 Wang，2022）［27］，需要

通过参与 GVC企业间的多次重复互动才能建立。在上述分解模型中，企业间溢出—反馈模型建立的

核心是里昂·惕夫逆矩阵，而纳入企业维度的里昂·惕夫逆矩阵暗含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界或企业边

界，因而可以解释跨企业边界和跨国生产背后的企业间多次互动关系，这为刻画 GVC 关系提供了可

能。式（1）中，T1项仅涉及内资企业间的互动关系，与关系型 GVC 就业无关。T2~T4项与依托于 FDI
的外资企业关联密切，代表境内与外资企业相关的企业间关系引致就业。由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

子公司是外国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结果（Wang等，2021［29］；祝坤福等，2022［7］），且这部分关系发生在境

内，属于与 FDI相关的 GVC就业，因而本文将其称为境内 GVC就业；T5和 T6项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

内资企业，均与中间产品的跨境贸易关联密切，度量的是国内外企业间基于中间品的跨境交易所引致

就业，本文将其称为跨境 GVC就业。境内 GVC就业和跨境 GVC就业合计为关系型 GVC就业。

3.关系型 GVC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结构分解

为了探究不同类型的关系型 GVC 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接下来对中国就业变动进行结构分

解分析（SDA）。在进行结构分解时，从不同的因素开始分解会导致不同的分解结果，较好的处理方

式是将所有分解结果平均化，即两极分解平均法（Dietzenbacher和 Los，1998）［40］。因此，本文也采用

该方法。假设 t-1 期和 t期，用下标表示，那么中国就业的变动为：

ΔEs = Es
t - Es

t-1 = ê s
t ⋅ Bs

t ⋅ Yt ⋅ μ - ê s
t-1 ⋅ Bs

t-1 ⋅ Yt-1 ⋅ μ
                         = C (Δês ) + C (ΔBs ) + C (ΔY ) （2）

其中，Δês、ΔBs 和 ΔY 分别代表劳动投入强度效应、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和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在

此基础上，结合式（1），并根据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侯俊军等，2023）［18］，本文将中国就

业变动分解为 14 个因素的影响（如表 2 所示），具体如下：

ΔEs = C (Δê s
d ) + C (Δê s

f ) + C (ΔB 1 ) + C (ΔB 2 ) + C (ΔB 3 ) + C (ΔB 4 ) + C (ΔB 5 ) + C (ΔB 6 )
          +C (ΔYd

S ) + C (ΔYf
S ) + C (ΔY（-S ) S ) + C (ΔYd

-S ) + C (ΔYf
-S ) + C (ΔY（-S )（-S ) ) （3）

表 2 关系型 GVC 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

劳动投入强度效应

投入产出结构效应

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境内 GVC 关系效应

跨境 GVC 关系效应

C (Δê s
d )

C (Δê s
f )

C (ΔB 1 )
C (ΔB 2 )
C (ΔB 3 )
C (ΔB 4 )
C (ΔB 5 )
C (ΔB 6 )

内资企业劳动投入强度效应

外资企业劳动投入强度效应

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

内外资企业间反馈效应

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

国内外企业间反馈效应

效应 影响因素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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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品需求效应

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国外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C (ΔYd
S )

C (ΔYf
S )

C (ΔY（-S ) S )
C (ΔYd

-S )
C (ΔYf

-S )
C (ΔY（-S )（-S ) )

对本国内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对本国外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国外对本国内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国外对本国外资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国外对国外企业最终品需求效应

续表 2
效应 影响因素 含义

4.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 AMNE 数据库以及与之配套的就业贸易数据库

（the Trade in Employment Database，TiM）。AMNE 数据库提供了区分内外资企业的投入产出表

（Cadestin 等，2018）［12］，包括 59 个国家（地区）和 1 个世界其他地区（ROW），其中每个国家（地区）有

34 个产业部门，数据年份覆盖 2005—2016 年。各经济体间投入产出表中的每个单元被分解为内资

企业和外资企业。其中，内外资企业属性根据控股所有权至少拥有 50% 进行划分。TiM 数据库提

供了 1995—2018 年间 45 个产业部门的就业数据和劳动力报酬数据（Horvát等，2020）［41］。在数据处

理前根据 ISIC 产品编码，本文将 AMNE 数据库和 TiM 数据库部门进行一一匹配，最终确定为 34 个

部门，部门构成如表 3 所示。

表 3 部门构成

序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部门

农业、林业、渔业

能源产品的开采和提取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纺织、服装、皮革及相关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造纸印刷及其制品业

焦炭和精炼石油业

化学及医药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基本金属业

金属制品业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

电气设备业

机械设备业

机动车辆、挂车和半挂车业

其他运输设备业

序号

S18
S19
S20
S21
S22
S23
S24
S25
S26
S27
S28
S29
S30
S31
S32
S33
S34

部门

其他制造业，机械设备的修理和安装业

电力、燃气、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贸易、汽车修理业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住宿和餐饮业

出版、视听和广播业

电信业

IT 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

房地产业

其他商务服务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

教育

卫生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娱乐业

有就业的私人部门

TiM 数据库并未对就业进行所有权划分，因而本文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将中国整体的就业分

配给内外资企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取了一些假设并对现有数据进行了处理。首先，假

设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单位劳动力工资相等，用各行业劳动力报酬除以各行业就业量，得到各

行业单位劳动力工资，这一思路与田开兰等（2018）［42］、张俊荣等（2022）［43］和侯俊军等（2024）［39］对

异质性企业就业的处理思路一致。继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得到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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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坤福等（2022）［7］根据投入产出模型中关于同一国家同一行业生产的同质性假设，假设外资企业

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在增加值中的占比与东道国本土企业一致。在此基础上，本文假设同一行

业内外资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比相等，即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劳动力报酬与资本收益比相等。

其次，根据 AMNE 数据库提供的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增加值和上述假设，以各行业劳动力报酬作

为控制数，得到各行业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劳动报酬。最后，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劳动报酬除以

单位劳动力工资就得到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就业量。

三、 中国关系型 GVC就业效应分析

1.中国关系型 GVC就业效应的总体分析

图 2a 列示了中国就业中不同活动的就业创造。结果显示，关系型 GVC 在吸纳带动中国就业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2016 年，关系型 GVC 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为 16.21%~18.67%。而

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占比为 81.33%~83.79%，是中国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从就业增长率来看（图

2b），相比期初，中国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增长了 3.72%，关系型 GVC 就业下降了 5.29%，总就业增

幅为 2.14%。尽管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是中国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但金融危机前内资企业间互

动活动引致的就业量却在下降，2005—2007 年中国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下降了 0.55%。而同时期

的关系型 GVC 就业却保持了高速增长，相比期初增长了 7.78%。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依靠劳动力竞

争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通过鼓励出口和吸引大量 FDI，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基

地，带动了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投入，导致就业的大幅增长（毛日昇，2009［44］；韩民春和张丽娜，

2014［45］）。

图 2　2005—2016年中国就业中不同活动的就业创造

注：a 图左轴代表内资企业间乘数引致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右轴代表境内 GVC 和跨境 GVC 就业占总就业比重；b 图纵坐标代表

不同类型活动引致就业和中国总就业相对 2005 年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关系型 GVC 就业中，境内 GVC 就业和跨境 GVC 就业呈现不同的阶段特征。2005—2008 年，

相比境内 GVC 关系，跨境 GVC 关系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凭借丰裕的劳动要素和政策扶持的

双重优势，中国企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促进了国内就业的大幅增长（谢锐等，2023）［21］。

然而，2008 年以后，中国境内 GVC 就业超过跨境 GVC 就业，且从趋势上看，境内 GVC 就业占比在

上升（+1.25%），跨境 GVC 就业占比在下降（-2.5%），这凸显了境内关系型 GVC 活动在中国就业创

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探究通过国际贸易反映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一国的就业影响十分重

要，但由境外资本有序流入的外资企业间互动以及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的互动也是国际经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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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一种形式（Meng 等，2022［46］；祝坤福等，2022［7］），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也至关重要。2005—2016
年，境内 GVC 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为 7.85%~9.63%，2016 年，境内 GVC 就业为中国创造了

6935 万人的就业岗位。从增长率变动看（图 2b），伴随着外部需求失速以及跨境 GVC 活动的减少，

跨境 GVC 就业在 2009 年迅速回落，较 2005 年下降了 18.6%，而境内 GVC 就业依旧保持较高增速

（2009 年较 2005 年增长了 12.06%）。与此同时，内资企业就业乘数也在增长（2009 年较 2005 年就

业增长了 2.94%），两者抵消了跨境 GVC 就业的急剧萎缩，最终导致当年就业实现了正增长，实现

了危机时期“稳就业”的目标。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价值链逐渐呈现区域化和本土化趋势，中国

生产转向依赖于国内生产提供的中间品（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47］，境内 GVC 就业增速逐年上

升，并于 2014 年达到 25.46% 的最高点，而跨境 GVC 就业增长率尽管有所上升，但增速难以恢复至

危机前水平。

表 4 列示了关系型 GVC 视角下中国就业细项构成及其占比。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对中国实

现“稳就业”目标意义重大，不仅因为其是就业的主体，而且也是应对外部需求调整对中国就业冲

击的“压舱石”。例如，金融危机期间（2008—2009 年）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2014—2016 年），

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的增长抵消了跨境 GVC 就业的急剧萎缩，成为稳定并促进国内劳动力就业增

加的重要力量。此外，外资企业作为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载体（侯俊军等，2023）［18］，也

是中国就业创造的积极贡献者，这种就业创造主要反映在与内资企业间互动关系上。如 2016 年由

于内外资企业间互动所引致的就业溢出和反馈共计 5835 万人，占中国总就业的 7.65%，而同年外

资企业间就业乘数仅为 1.44%。祝坤福等（2022）［7］发现，中国境内与 FDI 相关的 GVC 活动中，有三

分之二来自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的生产关联，这种生产关联也对中国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本

文进一步发现，在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比重下降的时间段（2005—2007 年和 2009—2014 年），不同

类型境内 GVC 关系引致就业占比均保持上升趋势（表 4）。例如，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占比在

2005—2007 年和 2009—2014 年分别上升了 0.26 和 0.56 个百分点，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这一数值

分别为 0.12% 和 0.08%。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内资企业间互动关系，以内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为主

导的境内 GVC 联系关系更具有“黏性”。这一现象与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生产采购策略相关，

Antràs等（2017）［48］突出了企业在跨市场采购决策中相互依存性的重要性。这种相互依存性往往难

以形成且成本高昂，更多基于企业间的隐性契约（例如信任和声誉），需要企业间多次互动来建立

（Epede 和 Wang，2022）［27］。而内资企业由于具备本土优势，用新的供应商替代现有供应商的成本

较低（侯俊军等，2024）［39］。进一步，相比外资企业间就业乘数和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的频繁波

动，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在 2005—2009 年和 2010—2016 年始终保持明显的上升趋势。内外资

企业间就业反馈度量的是企业间复杂的经济互动所引致就业，这说明其对中国就业波动的韧性

更大。

表 4 关系型 GVC 视角下中国就业细项构成及其占比 （百万人、%）

2005

2006

2007

2008

615.99
（82.52）

610.42
（81.41）

612.57
（81.33）

616.36
（81.57）

10.85
（1.45）

12.16
（1.62）

12.55
（1.67）

13.24
（1.75）

32.46
（4.35）

35.45
（4.73）

34.73
（4.61）

35.84
（4.74）

15.29
（2.05）

15.84
（2.11）

16.32
（2.17）

16.98
（2.25）

70.52
（9.45）

74.32
（9.91）

75.29
（10.00）

71.52
（9.47）

1.37
（0.18）

1.59
（0.21）

1.75
（0.23）

1.70
（0.22）

746.47
（100）
749.78
（100）
753.21
（100）
755.64
（100）

年份 T1 T2 T3 T4 T5 T6 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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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634.10
（83.62）

635.57
（83.51）

633.65
（83.16）

638.54
（83.25）

633.62
（83.04）

628.05
（82.26）

630.74
（82.64）

638.87
（83.79）

12.40
（1.64）

14.90
（1.96）

15.12
（1.98）

14.58
（1.90）

14.13
（1.85）

15.04
（1.97）

11.12
（1.46）

11.00
（1.44）

34.52
（4.55）

35.05
（4.61）

36.20
（4.75）

35.98
（4.69）

36.36
（4.77）

39.01
（5.11）

36.58
（4.79）

36.70
（4.81）

18.74
（2.47）

15.72
（2.07）

16.25
（2.13）

17.47
（2.28）

18.00
（2.36）

19.46
（2.55）

21.17
（2.77）

21.65
（2.84）

57.10
（7.53）

58.32
（7.66）

58.96
（7.74）

58.55
（7.63）

58.82
（7.71）

59.70
（7.82）

61.27
（8.03）

52.37
（6.87）

1.42
（0.19）

1.48
（0.19）

1.79
（0.23）

1.92
（0.25）

2.08
（0.27）

2.23
（0.29）

2.32
（0.30）

1.86
（0.24）

758.28
（100）
761.05
（100）
761.96
（100）
767.04
（100）
763.01
（100）
763.49
（100）
763.20
（100）
762.45
（100）

续表 4
年份 T1 T2 T3 T4 T5 T6 总就业

注：T1 为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T2 为外资企业间就业乘数，T3 为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T4 为内外资企业间就业反馈，T5 为

国内外企业间就业溢出，T6 为国内外企业间就业反馈，下同；表中数值表示各细项引致的就业量，单位为百万人，括号内数值为各

细项引致就业占中国总就业量的比重，单位为%
2.中国关系型 GVC就业效应的行业分析

分大类部门看，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是各行业就业的主要来源（表 5），特别是农业和服务

业。2016 年，由于内资企业间的互动关联，农业和服务业分别吸纳了对应行业 88.56% 和 86.46%
的就业岗位。对于关系型 GVC，已经成为各行业就业创造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制造业和

服 务 业 。 2016 年 ，关 系 型 GVC 创 造 的 就 业 岗 位 占 制 造 业 就 业 的 30.02%，占 服 务 业 就 业 的

13.54%。但从绝对量上看，关系型 GVC 在服务业的就业创造高于制造业。2016 年，关系型 GVC
为服务业带来了 5429 万人的就业岗位，为制造业带来了 4234 万人的就业岗位。不同类型关系型

GVC 就业中，制造业境内 GVC 就业小于跨境 GVC 就业，而服务业境内 GVC 就业高于跨境 GVC 就

业。且对比发现，境内 GVC 活动引致服务业就业高于制造业，这凸显了境内 GVC 活动在服务业

就业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境内 GVC 活动与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设立的子公司密切相关，许多跨国

企业通过外国分支机构在东道国提供服务①，进而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对于中国而言，服务业

已取代农业和制造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2016 年，服务业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为

52.58%。其中，境内 GVC 活动引致服务业就业占服务业整体就业的比重虽然仅为 8.36%，但却为

中国提供了 3353 万人的就业岗位（占服务业关系型 GVC 就业的 61.76%），远高于跨境 GVC 活动

的就业创造（2076 万人，占服务业关系型 GVC 就业的 38.24%）。现有文献更多地关注跨境 GVC
关系的就业创造，而对境内这一“被忽视”的 GVC 活动的就业效应缺乏探讨（Wang 等，2021 ［29］；祝

坤福等，2022［7］）。以上结果表明，在考虑关系型 GVC 活动在我国就业创造中的作用时，如果仅考

虑跨境 GVC 活动，忽略跨国企业子公司在中国境内开展的价值链分工合作（即境内 GVC 活动），

①　WTO 成员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商业存在提供服务（Meng 等，2022）［46］。例如，该服务由在 A 国设立的外资企业

和外资控股公司的当地附属公司、子公司或代表处提供（如银行、酒店集团或建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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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61.76% 的关系型 GVC 活动在服务业中的就业创造会被忽略，这将造成就业政策尤其是涉及

价值链服务业的就业政策的误判。

表 5 2016 年不同生产活动引致大类部门就业及其占比 （百万人、%）

大类部门

农业

采矿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

（T1）
185.17

（88.56）
8.42

（73.50）
98.69

（69.98）
346.59

（86.46）

境内 GVC 就业

（T2~T4）
13.66

（6.53）
1.41

（12.34）
20.75

（14.71）
33.53

（8.36）

跨境 GVC 就业

（T5~T6）
10.25

（4.90）
1.62

（14.16）
21.59

（15.31）
20.76

（5.18）

关系型 GVC 就业

（T2~T6）
23.91

（11.44）
3.04

（26.50）
42.34

（30.02）
54.29

（13.54）

合计

（T1~T6）
209.08
（100）

11.46
（100）
141.03
（100）
400.88
（100）

注：根据 OECD 的划分标准，S3~S18 为制造业，S19~S34 为服务业。表中数值表示不同生产活动引致的就业量，单位为百万

人，括号内数值为不同生产活动引致各部门就业占总对应部门就业的比重，单位为%
细分部门层面（如图 3 所示），中国作为制造业 GVC 的网络中心国（Xiao 等，2020）［10］，尽管制造

业整体境内 GVC 就业小于跨境 GVC 就业（表 5），但不同行业却呈现异质性。以“纺织、服装、皮革

及相关制品业”（S4）和“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S13）为代表的八个行业境内 GVC 就业占比小

于跨境 GVC 就业占比，而以“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业”（S16）和“其他运输设备业”（S17）等八个

行业为代表的境内 GVC 就业占比大于跨境 GVC 就业。其中，“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业”（S16）境

内 GVC 就业是跨境 GVC 就业的六倍，中国汽车产业利用外资的成熟以及国内市场旺盛的汽车需求

导致了境内 GVC 活动的活跃，从而引发了更多的就业创造。对于服务业，境内 GVC 就业大于跨境

GVC 就业这一特征不仅体现在服务业整体，也体现在服务业各细分行业中。2016 年，所有服务业

细分行业境内 GVC 就业大于跨境 GVC 就业。其中，“出版、视听和广播业”（S24）以及“其他商务服

务业”（S29）这两个行业尤为明显。2016 年，境内 GVC 关系在这两个行业引致就业分别是对应行业

跨境 GVC 就业的 4.83 倍和 2.52 倍。

图 3　2016年中国分行业就业细项构成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更细项的就业构成来看，部分行业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就业创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图 3 所

示，“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S13）、“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业”（S16）、“其他制造业、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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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修理和安装业”（S18）以及“出版、视听和广播业”（S24）外资企业间就业的乘数效应占对应行

业的就业比重均在 10% 以上。但整体来讲，各行业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就业创造更多地反映在外资

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互动上，例如“纸制品和印刷业”（S6）、“橡胶和塑料制品”（S9）以及“其他商务服

务业”（S29）这三个行业中内外资企业就业溢出和反馈效应合计分别占对应行业就业比重为

17.43%、16.69% 和 16.77%。内外资企业间互动中，各行业呈现内外资企业间就业溢出高于就业反

馈效应的特征。其中，制造业中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S13）、“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

业”（S16）以及服务业中的“其他商务服务业”（S29）就业溢出与就业反馈效应的差距明显，均在 7%
以上。从跨境 GVC 就业两个细项看，各行业就业创造主要集中在国内外企业间就业溢出上，而国

内外企业间就业反馈占比很小。

四、 关系型 GVC视角下中国就业变动的结构分解分析

如前所述，2008 年、2009 年和 2012 年是中国就业变动的关键节点。众所周知，2008 年爆发了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中国境内 GVC 就业首次超过跨境 GVC 就业，而 2012 年以来中国

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趋势逐渐显著（张鹏等，2019）［49］，且当年中国就业总量开始由增转降。因此，

综合考虑中国就业变动特征和不同特殊节点关系型 GVC 就业的差异，本文以 2008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的年度数据为基准，将结构分解分析划分为 2005—2008 年、2008—2009 年、2009—2012 年、

2012—2016 年以及 2005—2016 年共五个时间段。

1.中国就业变动的结构分解分析

表 6 中将中国就业变动的 14 个因素进一步归类为劳动投入强度效应、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关系型 GVC 效应和最终产品需求效应。整体来看，劳动投入强度效应为负，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关系型 GVC 效应和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为正。劳动投入强度效应为负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①有

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背景下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果（蔡昉，2017）［50］。由上文行业

分析可知，样本期内，中国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优化了

劳动资源配置效率，成为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对劳动力需求形成

了替代效应，从而抑制了就业增长。研究期间，劳动投入强度效应促使中国就业下降了 243.62%。

分阶段来看，劳动投入强度效应对就业增长的负向影响在逐渐减弱，如 2005—2008 年、2009—2012
年和 2012—2016 年这三个时期，劳动投入强度效应分别为-72.42%、-55.03% 和-35.32%。这表明，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在下降。

如表 6 所示，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关系型 GVC 效应和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三者抵消了劳动投

入强度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负向影响，共同促进了中国的就业增长，最终造成 2005—2016 年中

国就业增长了 2.14%。其中，作为促进中国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最终产品需求的扩张抵消了劳

动投入强度效应 85.02% 的负向影响，导致中国就业在 2005—2016 年增长了 207.13%。分阶段来

看，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在金融危机期间对中国就业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中国就业在

2008—2009 年增长了 8.9%。金融危机后，最终产品需求效应进一步发力，但 2012 年后面临中国经

济的结构性减速，最终需求效应作用乏力。2012—2016 年，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仅使当期中国就业

增长 23.91%，不及 2009—2012 年增速（51.75%）的一半。最终产品需求效应中，本国最终产品需求

效应在各时期占最终产品需求效应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87.45% 以上，尤其是在 2008—2009 年和

2012—2016 年，更是达到 119% 和 101.81%。无论是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2009 年）还是经

①　劳动生产率是劳动投入强度的倒数，即单位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尽管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一定程度抑制了中国就业

规模的扩张，但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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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导致的就业总量下降（2012—2016 年），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均促进了中国就

业的增长。面对外需不振、贸易增速放缓，国外最终产品需求对中国就业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而

国内最终品需求效应保证了就业增长的“基本盘”，内需成为拉动我国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葛

阳琴和谢建国，2019）［20］。

表 6 关系型 GVC 效应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 单位：%
GVC 效应

劳动投入强度效应

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关系型 GVC 效应

　　境内 GVC 关系效应

　　跨境 GVC 关系效应

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国外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总变动

2005—2008 年

-72.42
1.91
4.51
0.58
3.93

67.22
58.79
8.43
1.23

2008—2009 年

-7.25
-0.83
-0.47
0.16

-0.63
8.90

10.59
-1.69
0.35

2009—2012 年

-55.03
1.55
2.89
0.08
2.81

51.75
45.30
6.44
1.16

2012—2016 年

-35.32
7.79
3.03
1.48
1.55

23.91
24.34
-0.43
-0.60

2005—2016 年

-243.62
23.06
15.58
4.91

10.67
207.13
193.61
13.52
2.14

注：表中的百分比指各因素在某时期引起的就业增量占期初就业量的比重，下同

投入产出结构效应①中，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是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其

次是关系型 GVC 效应。研究期间，两者分别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 23.06% 和 15.58%。内资企业

间乘数效应和关系型 GVC 效应度量的企业间中间产品互动的结构变化，本身调整有限，因此，不

会表现出像最终产品需求及劳动投入强度那样显著的变化。分阶段看，以金融危机为转折点，

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和关系型 GVC 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增大。特别是在 2012—2016
年，面临着最终需求效应增长乏力，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和关系型 GVC 效应两者合计促使中国

就业增长了 10.81%，提供了 8294 万个就业岗位，而 2009—2012 年这一数值仅为 4.44% 和 3367 万

个。关系型 GVC 中，相比境内 GVC 关系效应，跨境 GVC 关系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影响更大。企

业积极参与跨境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中国就业规模扩大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分阶段看，尤其

是金融危机后，跨境 GVC 关系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减弱，而境内 GVC 关系效应对中国

就业增长的影响在加大。如 2009—2012 年和 2012—2016 年，境内 GVC 关系效应促使当期就业

增长率分别为 0.08% 和 1.48%，跨境 GVC 关系效应分别为 2.81% 和 1.55%。前文对于关系 GVC 就

业的构成分解结果显示，2008 年以后，中国境内 GVC 就业超过跨境 GVC 就业，而且从趋势上看，

境内 GVC 就业占比在上升，跨境 GVC 就业占比在下降（图 2a），而 SDA 结果进一步表明，境内

GVC 活动效应在推动中国就业增长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跨境 GVC 活动效应对我国就业

增长十分重要，但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 GVC 关系效应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如

果不考虑境内 GVC 关系效应，将会造成对中国就业政策的理解偏差，势必不利于就业优先战略

的顺利实施。

2.关系型 GVC与中国就业总体变动

作为促进内外循环对接和吸纳就业的重要主体之一，外资企业也对中国就业增长发挥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内外资企业间互动交流产生的学习效应和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对就业产生

①　这里的投入产出结构效应包含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和关系型 GVC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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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满足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就业增

长。2005—2016 年，与外资企业相关的因素变动（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反馈效应和国内、国外

对外资企业的最终品需求效应）拉动了 92.9 百万人的就业，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 12.45%。其中，与

外资企业相关的境内 GVC 关系效应促使就业增长了 4.91%（表 7）。此外，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

和反馈效应也促进了中国的就业增长，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就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之一。

表 7 2005-2016 年关系型 GVC 与中国就业变动 单位：%
GVC 效应

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境内 GVC 关系效应

　　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

　　内外资企业间反馈效应

跨境 GVC 关系效应

　　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

　　国内外企业间反馈效应

总变动

2005—2008 年

1.91
0.58

-0.01
0.36
0.24
3.93
3.90
0.03
6.42

2008—2009 年

-0.83
0.16
0.00
0.04
0.12

-0.63
-0.59
-0.04
-1.30

2009—2012 年

1.55
0.08

-0.00
0.16

-0.07
2.81
2.74
0.07
4.44

2012—2016 年

7.79
1.48
0.00
0.69
0.78
1.55
1.53
0.02

10.81

2005—2016 年

23.06
4.91

-0.00
2.59
2.32

10.67
10.54
0.13

38.64
分阶段来看，各因素变动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本文将进行跨期对

比。研究发现，受外部环境影响，跨境 GVC 关系效应和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

影响是不稳定的，2008—2009 年两者的影响均为负，而境内 GVC 关系效应更好地发挥了“稳就

业”作用。在整个研究期间及分阶段内，境内 GVC 关系效应均促使了当期就业的增长（如表 7 所

示）。相比境内 GVC 活动，跨境 GVC 活动更易受到政治、汇率、战争等风险的影响（Solingen 等，

2021）［51］，这种影响会破坏全球价值链的黏性关系，由此加大了就业波动。但境内 GVC 关系是发

生在东道国与外资企业相关的企业间多次互动形成的，这种关系受外部冲击影响相对较小，因而

更好地保证了就业的平稳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境内 GVC 关系效应相比内资企业间互动关系效

应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也更为稳定。这可能是因为危机期间，以内外资企业间密切联系为基础的

生产网络结构更依赖于合作伙伴关系的稳定，这种联系也更具有“黏性”，因为供应商改变的成本

高昂。而内资企业由于本土优势，改变这种关系的成本相对较低。进一步对比发现，内外资企业

间溢出效应均促使了当期中国的就业增长。如果说境内 GVC 活动效应是促使中国就业平稳增

长的关键，那么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则是发挥“稳就业”作用的重要原因。从趋势上看，金融危

机后，境内 GVC 关系效应尤其是内外资企业间溢出和反馈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加

大，这其中后者发挥了更大作用。

3.关系型 GVC与中国分行业就业变动

表 8 列示了关系型 GVC 对中国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及部分代表性行业就业变动的影

响。本文分别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变动最大的前两个行业作为代表性行业，即制造业中的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S13）和“机械设备业”（S15），以及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贸易、汽

车修理业”（S21）和“其他商务服务业”（S29）。整体来看，劳动投入强度的下降是抑制各行业就业

增加的主要因素，最终需求增加是促进各行业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关键因素，内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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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系型 GVC 变化效应是影响各行业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各具体细项对各行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也大致呈现相似的结论。

2005—2016 年，中国境内 GVC 关系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了 3664 万人。其中，47.1% 来自

服务业，30.74% 来自农业，22.14% 来自制造业，0.02% 来自采矿业。这再次凸显了服务业在境内

GVC 就业创造中的重要性，与前文结论一致。其中，境内 GVC 关系效应促使服务业就业增长的

细分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贸易、汽车修理业”（1276 万人）以及“其他商务服务业”（177 万

人），两者对境内 GVC 关系效应促进服务业就业增加的贡献度分别为 73.93% 和 10.27%，合计超

过 80%。纵向对比发现，境内 GVC 关系效应对各行业就业变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内外资企业间

溢出和反馈效应上，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影响很小。与境内 GVC 关系效应不同，跨境 GVC 关系

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研究期间，跨境 GVC 关系效应促使制造业就业增加

了 2829 万人，大于服务业的 2774 万人和农业的 2252 万人。但是，跨境 GVC 关系效应对制造业就

业增加贡献的行业集中度较低，其中，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业（297 万人）和机械设备业（161
万人）对跨境 GVC 关系效应促进制造业就业增加的贡献度仅为 16.2%。

表 8 2005—2016 年关系型 GVC 与中国分行业就业变动 单位：百万人

GVC 效应

境内 GVC 关系效应

　　外资企业间乘数效应

　　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

　　内外资企业间反馈效应

跨境 GVC 关系效应

　　国内外企业间溢出效应

　　国内外企业间反馈效应

总变动

农业

11.26
-0.03
5.28
6.01

22.52
22.23
0.28

33.78

采矿业

0.01
0.00
0.07

-0.06
1.09
1.14

-0.05
1.10

制造业

S13
1.37
0.10
0.91
0.36
2.97
2.92
0.05
4.34

S15
0.31
0.00
0.20
0.10
1.61
1.59
0.03
1.92

综合

8.11
0.09
4.57
3.46

28.29
27.92
0.37

36.41

服务业

S21
12.76
0.03
7.52
5.20

14.15
13.96
0.19

26.90

S29
1.77

-0.03
0.57
1.23
3.85
3.76
0.09
5.62

综合

17.26
-0.08
9.43
7.90

27.74
27.36
0.39

45.00

合计

36.64
-0.02
19.35
17.31
79.65
78.65
0.99

116.29
注：不同于表 6 和表 7，为了同时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这里没有以百分比形式呈现；表中数字为各因素变化引致对应行业就

业量变动  

五、 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现有关于 GVC 就业核算的文献忽略了参与 GVC 企业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借助于区分内外资

企业的 ICIO 表，将异质性企业间互动关系纳入就业核算模型，提供了一个识别和衡量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尝试和见解。主要的发现有：第一，关系型 GVC 在吸纳带动中国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样本期内，关系型 GVC 就业占中国总就业的比重为 16.21%~18.67%。其中，与外资企业相

关的境内 GVC 就业逐渐成为关系型 GVC 就业的主体，在 2008 年以后超过跨境 GVC 就业。且从趋

势上看，境内 GVC 就业占比在上升，跨境 GVC 就业占比在下降，境内 GVC 活动在拉动中国就业方

面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行业分析发现，制造业境内 GVC 就业小于跨境 GVC 就业，而服务业境

内 GVC 就业高于跨境 GVC 就业。第二，境内 GVC 关系效应和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是中国实现

“稳就业”政策目标的关键，两者保证了中国就业增长的“基本盘”。以金融危机为转折点，本国最

终产品需求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减弱，而境内 GVC 关系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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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大，其中的内外资企业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是积极贡献者。第三，劳动投入强度效应是抑

制中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最终产品需求效应是促使就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内资企业间

乘数效应和关系型 GVC 效应则是影响中国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在行业层面也具有稳健

性。进一步，跨境 GVC 关系效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境内 GVC 关系效

应促使中国就业增长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且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两个行业

最为明显。

2.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对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就业问题的认识，也为政府实现“稳就业”目标提

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第一，聚焦关系型 GVC 就业，发挥关系型 GVC 在促进就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生产分散化

和投资全球化背景下，对一国参与 GVC 就业效应的解读需要立足于以跨国企业为主导的关系型

GVC 分析视角的基础上。鉴于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其中的境内 GVC 关系在政府实现“稳

就业”政策目标中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在制定就业政策时必须清楚认识到境内 GVC 就业和跨境

GVC 就业的结构和行业差异，避免对中国参与 GVC 的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产生误判；另一方面，要

以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契机，发挥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活动在促进就业增

长中的重要作用。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减少企业间互动过程中的制度障碍，降低参与关系型全球

价值链的交易成本；对标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需求，推动与外资企业相关的企业间循

环的高效畅通以及境内 GVC 关系的规模拓展；持续巩固跨境 GVC 关系，挖掘新的贸易增长点，比如

加强同 RCEP 成员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经贸合作。

第二，以“稳外资”助推“稳就业”，增强内外资企业间互动关系“黏性”。本文的结论为 2024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的相关举

措提供了实证依据。现阶段，我国引进外资尚未达到“天花板”效应的拐点（张鹏杨和唐宜红，

2018）［52］。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外资企业相关的企业间互动关系为中国就业增长作

出了独特且重要的贡献。鉴于此，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外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进一步缩减外资

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产权保护和财税支持力度，更大力度吸引外资。

在发挥好内资企业间就业乘数主体作用的同时，加大对与外资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

稳岗扩岗支持力度，大力拓宽就业渠道，以“稳外资”助推“稳就业”。另一方面，加强内外资企业在

国内价值链上的互动合作，促进全球价值链在国内部分的延伸，增强内外资企业间的互动关系“黏

性”，最大限度地为存量要素跨企业所有制、跨产业的优化再配置创造出高效的制度环境，提升国

内大循环质量和效益。这不仅是发挥内外资企业互动关系“稳就业”作用的关键，也是畅通国民经

济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深远意义。此外，要警惕外资撤离可能带来

的就业风险，尤其是服务业，因为一旦发生外资撤离，通过内外资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将会加大中国

就业市场的波动。

第三，释放经济增长国内需求潜力，激活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动力源”。虽然以金融危机

为转折点，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对中国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减弱，但本国最终产品需求效应

依旧是促进中国就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且保证了中国就业稳定的“基本盘”。重视内需，尤其是

对内资企业的最终产品需求是实现“稳就业”政策目标，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客观要求。在面临不

稳定不确定外部环境时，要将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自己身上，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释放经济

增长的国内需求潜力，将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就业红利，进一步稳定和

扩大就业。

76



2025 年   第  4 期

3.研究局限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还有一些局限性：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严格依赖 AMNE-ICIO 表，由

于该数据库只提供部门内部区分内外资企业所有权的信息，无法衡量其他类型企业更详细的信

息。例如，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大中小规模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对就业影响如何？显然，

如果能够将分类更细的异质性企业活动纳入分析范畴，无疑会加深对于关系型 GVC 就业效应的理

解。另一方面，囿于数据的缺乏，本文无法确认跨国企业子公司的投资来源地。鉴于关系型全球

价值链本身的特点，任何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都可能影响到跨国企业母国在东道国的投资，

并对一国就业产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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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f employment is stable，then the foundation is solid，and the country is peaceful.Understanding 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relational global value chain （GVC） activities，which arise fro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nterprises，is of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governments aim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by maintaining stable 
market entities.To this end，based on the inter-firm spillover-feedback effect model and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omestic 
GVC and cross-border GVC relationships，this paper measures and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relational GVCs in 
China. Additionally，through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it explor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employment changes in 
Chin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al GVCs.

The study finds that domestic GVC employment exceeds cross-border GVC employment in China after 2008，and the 
share of domestic GVC employment in total employment is rising，a feature tha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service sector.It 
is crucial to note that overlooking the employment creation generated by domestic GVC activities related to foreign -owned 
enterprises will lead to misjudgment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policies.Th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omestic GVC relationship effect and the domestic final product demand effect play a key role in the stable growth of 
employment in China，and both ensure the “fundamentals” of China’s employment growth.Ta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s a 
turning point，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omestic GVC relationship effect to China’s employment growth is increasing.Among 
them，spillover and feedback effects between domestic-owned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industr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omestic GVC relationship effect contributes to China’s employment growth mainly in the 
service industry，and is most concentrated in two sectors：“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repair of motor vehicles”，and “other 
business services”.

This paper ma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Firstly，it provides an attempt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relational GVCs，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employment issues in China within the context of GVCs； 
Secondly，it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domestic and cross-border GVC relationships，which is not 
covered by traditional accounting frameworks that only consider cross-border GVC employment； Thirdly，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goal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nd serves as a valuable 
supplement and expansion to the existing body of research.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mployment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GVCs and 
provides useful policy insights for the governmen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tabilizing employment. Firstly，focusing on 
relational GVC employment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relational GVCs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growth； Secondly，
promoting “stabilizing employment” through “stab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nhancing the “stickiness”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owned 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Finally，unleashing the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activating the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Key Words：relational global value chains； spillover feedback model； domestic global value chain employment；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employment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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